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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度牒、紫衣和师号牒形态研究∗

———从《通玄观志》所载南宋“敕牒”谈起

张　 　 雨

　 　 内容摘要:《通玄观志》保存的三件南宋“敕牒”,实为绍兴末内侍刘

敖(能真)出家为道士时所受礼部度牒和师号、紫衣牒。 三牒明确的书填

时间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但经考证可知,书填使用的空名文书最初

颁降于绍兴七年至十年之间,直至二十多年后才被填上刘能真的信息。
这一情况是南宋初年度牒售卖政策不断调整造成的。 对比北宋前期度

牒、紫衣和师号牒,以及北宋后期师号残牒可知,上述文书形态在元丰改

制前后发生明显变化:度牒由之前的尚书祠部牒(普通牒式),紫衣和师

号牒由之前的中书门下敕牒,均转变为尚书礼部牒(牒式模仿敕牒)。 这

一变化折射出元丰重建尚书省后,六部取代诸司成为政务运作主体的变

化,也符合熙宁、元丰时期神宗所确立的“清中书之务”主导方针。
关键词:度牒　 敕牒　 《通玄观志》 　 元丰改制

引言

度牒(或祠部牒)是中国古代僧尼道冠得以出家的第一道、也是最重

要的官方凭证,因而成为唐以降历代政府控制宗教团体及其规模的主要

手段之一①。 遗憾的是,目前能见到的度牒原件是上海博物馆藏明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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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写作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项目“中国古

代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借鉴”(编号 LSYZD21006)的资助。
赞宁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中,中华书局,2020 年,第 132—133 页。
田光烈:《度牒》,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 第二辑,知识出版社,1982 年,第
343—347 页。



二年(1507)道士张永馨度牒①。 就形制而言,明代度牒虽仍旧称,但已不

具备“牒式”,而是类似于宋代以来官府所给公据或执照。 正因为不清楚

明以前度牒的形态,学者不得不引用其他资料作为讨论唐宋度牒的旁证,
其中不免存在错误②。

近来,因研究唐宋金元敕牒形态而搜集资料时,笔者注意到明清时期

所修的《通玄观志》中以“敕牒”为名收录了该观所藏三件南宋文书。 这

三件“敕牒”实际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刘敖(法名能真)出家为道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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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孔品屏:《张永馨道士度牒:“身份证”上的押印》,《江南印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76—89 页。 该度牒 1962 年出土于上海闵行马桥镇张永馨墓,文书结句

为“给付道士张永馨收执凭照,须至出给者”,“右给付道士张永馨收执,准此”,年
月上钤“礼部之印”1 枚,另有礼部勘合半印 1 处,牒尾由礼部尚书、左右侍郎及祠

祭清吏司官吏(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押字。 此件道士度牒与宣德八年(1433)
日本朝贡僧人灵珍度牒形制基本相同。 后者见[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 23
类《簿券门》 “中华度牒式”,周燮藩主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 29 册,黄山

书社,2005 年,第 561—562 页。 该书初刊于日本宽保元年(1741)。
虞云国就以“当时入宋僧的度牒完全仿效宋代体例”为由,引日本承久元年(宋嘉

定十二年,1219)入宋僧度牒的部分内容来说明宋代度牒的形制(虞云国:《度牒》,
《万象》编辑部编:《钩沉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161 页);后又在《水浒

寻宋》中引用了一件辽代乾统年间( 1101—1110) 颁发的度牒(虞云国:《水浒寻

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453 页),应是受到曾我部静雄、道端良秀等日本

学者的影响。 周奇虽已指出道端氏关于日唐度牒形态相近的看法并不准确,但在

日本仿宋度牒与宋代祠部牒样式上,仍存在与虞云国类似的看法(周奇:《唐代的度

牒文书》,《史林》 2022 年第 3 期,第 24—34 页)。 承久元年度牒的完整形态,见
[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 23 类《簿券门》“日本国度牒式”,周燮藩主编:《中
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 29 册,第 562—563 页。 此件入宋僧度牒与分别藏于镰仓

报国寺、早稻田大学荻野研究室的入元僧慧广(天岸慧广)弘安九年(元前至元二

十三年,1286)和士偲(友山士偲)正和二年(元皇庆二年,1313)形制相同,但赵莹

波认为后两件文书都存在明显作伪痕迹,属于当时涉外交往中“非国家性集团行

为”的伪造文书现象(赵莹波:《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第 103—106 页)。 更何况,即便搁置作伪争议不论,也应该意识到这些

文书依据的是 13—14 世纪日本官方度牒,因而形态基本一致,故不可用以说明宋

代度牒形制。 至于《水浒寻宋》所增辽代度牒图版,是 1974 年发现于山西应县木塔

佛像内的辽代印刷品,系一件空名菩萨戒坛所牒(郑恩淮:《应县木塔发现的七件辽

代印刷品》,《文献》1986 年第 1 期,第 251—252、256 页),文书形制属于戒牒,而非

度牒。



所受礼部度牒、师号牒和紫衣牒。 因刘敖是奉敕出家,故三牒在一定程度

上模仿了尚书省敕牒的形态。 这三类文书,南宋后期就已被笼统称作

“敕牒”①,故为明清人所沿用。 虽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三件文书,但着

眼于辑补《全宋文》②,并未涉及文书性质。 故笔者不揣谫陋,撰此小文,
对三牒略加介绍,并借此串联起与宋代度牒等文书形态演变相关的史料,
或有助于学界进一步了解当时宗教管理所涉及的文书制度。

一、通玄观及其南宋三牒

通玄观位于杭州七宝山东南麓,由宋高宗内侍刘敖兴建,与当时的十

大御前宫观之一的三茅宁寿观关系密切。 宁寿观(三茅观)明末尚存,见
于张岱《西湖梦寻》一书,其后渐渐废圮③。 通玄观则自元至清迭经重修,
成为杭州著名道观之一,直至咸丰间(1851—1861)毁于战火,今仅存部

分造像和摩崖碑刻(在太庙巷紫阳小学后山崖壁之上),距离南宋太庙遗

址不到 100 米④。
《通玄观志》 是明清时期重修道观的副产品。 嘉靖中,道士徐渊澄

(玉岩)、徐道彰(元一)重修后,通玄观被大火所焚,仅三清殿幸存。 随即

元一徒孙郁存方(克正)再次重建,遂请姜南(字叔明,浙江仁和人)纂修

观志。 此后,至清康熙中,道士朱闳绪再次重修三清殿,并以旧志“故明

嘉靖癸卯以后多所阙略” 为由,请吴陈琰(字宝崖,浙江钱塘人) 予以辑

补,并“分类厘订,定为二卷”⑤。 其中,卷下包括的《法派》 和《敕牒》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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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吴自牧《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载,“度牒库,在油车巷。 掌僧道二流承恩敕牒”
(王国平主编,徐吉军、陈志坚分册主编:《杭州文献集成》第 7 册,杭州出版社,2014
年,第 496 页)。

 

王文章:《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李小荣指导),
2019 年,第 284—285 页。
此据丁丙《武林坊巷志》卷十《丰下坊三》所引《西湖梦寻》及《乾隆府志》 《〔雍正〕
浙江通志》(王国平总主编:《杭州文献集成》第 24 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92—393 页)。

 

吴燕武:《杭州通玄观及其道教造像》,李凇主编:《道教美术新论》,山东美术出版

社,2008 年,第 231—240 页。 唯喜:《杭州通玄观造像:瑞峰之阳的道教石刻》,《中

国道教》2013 年第 4 期,第 55—57 页。
林云铭:《重修通玄观志序》,姜南撰,吴陈琰增补:《通玄观志》卷首,影印清康熙刻

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46 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407 页。



目,是观志正文最后两部分内容。
《敕牒》一目所存南宋三牒是何时修入观志之中的? 据序跋可知,康

熙中重修《通玄观志》时,一是补旧书所“遗佚者”,如宋高宗赐诗三首等,
二则增嘉靖之后“诗文题赠,间为名流巨公手迹所存者”①,其中并未提及

敕牒。 南宋三牒见于《法派》小序及该部分所载“都录少师刘真人(敖)”
条:前者文曰“通玄派肇自三茅宁寿观,至于虽在三茅而住持本观者,实
本支也。 南宋敕牒并列于后,以志盛事云”,后者称刘敖“绍兴三十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钦给光尧宸翰、福牒,礼高宗为师,敕赐左右衔(街)都道

录、少师及紫衣、师号”②。 重订后的《法派》一目下,收录了本观自“玄悟

王大师(嗣昌)”至“绮霞陈都纪(文中)”为止的道统传承者或重要道士,
凡 37 人③。 刘敖是第 3 人,郁存方是第 18 人。 据此可知,郁存方以上的

法派及该目小序,均应是姜南初修之文。
明人称为“敕牒”的南宋三牒,内容如下:

　 　 一

尚书礼部

准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都省札子,五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圣旨:内侍刘敖可将见官职特与换道士,并紫衣、师号。 赐名能

真,差管辖宁寿观。 寻差人取索本人状,称:本贯开封府人。 敖

见年五十七岁,礼
太上皇帝为

师。 本部今依准指挥书填度牒者。
右刘能真,奉
敕:与披戴。 牒至准敕,故牒。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　 日书令史王给令史尹主事张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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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陈琰:《重修通玄观志序》、马铨遵:《重修通玄观志后跋》,姜南撰,吴陈琰增补:
《通玄观志》卷首、卷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46 册,第 409、479 页。
姜南撰,吴陈琰增补:《通玄观志》卷下《法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 246
册,第 472 页。 按,“六月”据牒文应为“五月”,且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是三

省同奉圣旨及都省札子颁降的时间,并非紫衣、师号牒给付的时间。 另外,颁赐高

宗宸翰与敕赐左右街都道录、少师职衔的时间,也与赐紫衣、师号时间不同,详后。
详细情况参见王文章:《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研究》,第 92—93 页。



行宫左朝散郎祠部员外郎勾能

祠部郎中阙

左朝奉大夫权侍郎陈

左朝请郎权侍郎吴

尚书阙

尚书左右司承指挥用新法绫纸委官系衔押

左朝散郎吏部员外郎兼权右司冯

右宣义郎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司薛

　 　 二

尚书礼部

准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都省札子,五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圣旨:内侍刘敖可将见官职特与换道士,并紫衣、师号。 赐名能

真,差管辖宁寿观。 寻差人取索本人状,称:本贯开封府人。 敖

见年五十七岁,礼
太上皇帝为师。 本部今依准指挥书二字师号洞玄大师者。
右刘能真,奉
敕:宜赐洞玄大师。 牒至准

敕,故牒。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　 日书令史韩给令史高支直主事尹

左宣教郎守祠部员外郎高

左奉议郎权侍郎张分押

左中大夫试侍郎曾分押

尚书阙

尚书左右司承指挥用新法绫纸委官系衔押

左承事郎试右司员外郎陈分押

右宣教郎试左司员外郎程

　 　 三

尚书礼部

准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都省札子,五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圣旨:内侍刘敖可将见官职特与换道士,并紫衣、师号。 赐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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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差管辖宁寿观。 寻差人取索本人状,称:本贯开封府人。 敖

见年五十七岁,礼
太上皇帝为师。 本部今依准指挥书填紫衣者。
右刘能真,奉
敕:宜赐紫衣。 牒至准

敕,故牒。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　 日书令史郭给令史高支直主事尹

左朝散郎祠部员外郎张

左朝奉试侍郎苏奉使

左朝请大夫试侍郎吴

尚书阙

尚书左右司承指挥用新法绫纸委官系衔押

左朝奉大夫右司员外郎陶

左朝奉大夫左司员外郎魏①

三牒体式基本相同,牒首是“尚书礼部”,代表着发文机构,文末以“右某

某,奉敕云云,牒至准敕,故牒”为结语,牒尾依次由书令史、令史、主事,
祠部员外郎、郎中,礼部侍郎、尚书,以及尚书右、左司员外郎署位。 署位

部分今仅存职衔与姓氏。 因诸官吏皆是“系衔书押”,故在文书原件上姓

氏后本有押字,但现存文本未予录文②。 三牒的事文部分也完全一致,均
包括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都省札子及其转发的圣旨(圣旨亦是同

日由三省同奉者),以及礼部在接获圣旨省札后再向刘敖本人发文取索

其个人情况的说明状(包括本贯、年纪及所礼之师)。 只有事文之后,礼
部官吏根据指挥书填的具体内容,三牒各自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刘敖出家为道士的时间点很微妙,正值宋高宗、孝宗

内禅之际。 五月二十六日(壬戌),三省同奉圣旨尚出于高宗。 但是两天

之后(二十八日,甲子),高宗便下“诏立建王玮为皇太子,更名昚”,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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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姜南撰,吴陈琰增补:《通玄观志》卷下《敕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 246
册,第 476—477 页。 三牒按照原书样式移录,个别地方根据宋代文书形态加以调

整,并已径改其中误字。
“现存文本”即《通玄观志》所录三通文书,但编者未清楚交代所载“南宋敕牒”依据

的是石质文书,还是纸质文书(原文书或文书抄件),也不清楚押字究竟在哪个环节

被省略。



孝宗。 至六月十一日(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 帝(高宗)称太上皇帝,
退处德寿宫”①。 据此,虽然高宗允许刘敖出家,并同意其“将见官职特与

换道士,并紫衣、师号”的圣旨下达于五月末,但根据其“本人状”中“太上

皇帝”一词可知,此状写于六月十一日之后。 因此,三牒最终的形成时间

不会早于此时间点,即应该在六月的中下旬。 只因现存文本未能保留官

吏所书填的日子,所以具体时间不详。
有关三牒受付者刘敖(能真)的资料不多。 据其本人于绍兴三十二

年中元节所撰《创建通玄观碑记》,是“绍兴庚午(二十年),顶激皇衷,命
出主吴山宁寿观,手赐法名能真,给福牒,赉紫衣,暨七宝、顷田”②。 这一

记载模糊了高宗命刘敖主管宁寿观和赐名能真诸事的时间差异。 根据稍

后陆游所撰《行在宁寿观碑》,“绍兴二十年十月③,诏赐行在三茅堂名曰

宁寿观,因东都三茅宁寿之旧也……乃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观事,蒙君守亮

副之,许其徒世守。 又命内侍刘敖典领,置吏胥,给清卫兵,略用大中祥符

故事。 后十年,敖遂请弃官,专奉宁寿香火。 诏如所请,赐名能真,改左右

街都道录,仍领观事,实又用至道中内侍洪正一故事”④,绍兴二十年

(1150)时,刘敖尚未出家,仅是以内侍身份典领宁寿观。 该观另有知观

事、副知观事道士等。 在典领宁寿观的同一年,刘敖还具衔奏请将绍兴府

萧山县白马湖荒田 3000 余亩充作本观长生田。 后经转运司查实,指“白

01

①

②

③

④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高宗纪九》,中华书局,1977 年,第 610—611 页。
姜南撰,吴陈琰增补:《通玄观志》卷下《艺文·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46 册,第 443 页。 此碑及刘能真题记刻石,今皆存通玄观遗址。
据今存杭州吴山三茅观遗址的明嘉靖十八年(1539)重刻宁寿观赐额敕牒,颁降日

期是绍兴二十年六月,阙日(图版见吴铮强:《宋高宗的神仙朋友:杭州三茅宁寿观

及通玄观》,包伟民等:《在田野看见宋朝》,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 年,第 150 页)。
据《宋会要辑稿》礼五之二三,应是六月二十七日(雷闻:《〈宋会要·道释类〉的复

原与校勘》,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 第 5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96 页)。 阮元认为陆游之所以书作“十月”,可能是未见此敕牒的原因(阮

元编:《两浙金石志》卷八《宋三茅宁寿观尚书省牒碑》,《续修四库全书》第 910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627—628 页)。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十三“宁寿观”条,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

元浙江方志集成》第 1 册,杭州出版社,2009 年,第 453 页。 该书载陆游撰碑在庆元

(1195—1200)初。 不过,集本《行在宁寿观碑》题解称碑文撰于绍熙五年(1194)陆

游 70 岁时(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卷十六,浙江古籍出版

社,2015 年,第 2 册,第 172 页)。 或志据立碑时间,而集据撰文时间。



马湖系蓄水去处,难以侵占”,才得以作罢。 刘敖当时的职衔由此得以保

留,为“入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掌管簿书、干办宁寿观”①。
刘敖之所以将赐法名等事的时间提前,或许是为了突出自己此后

“持坚养道,祝国永长”“笃谨焚修,密守炼功,幸几圆成,弗辜廷虑”而取

得的成效,源自高宗之命。 自绍兴二十年八月(仲夏)入山修道,至绍兴

二十九年、三十年腊月初三日,在梦见三茅真君与鹤“旋游山角,状若栖

止”后,他两次遇到三鹤来翔的祥瑞。 刘敖声称这是自己“求道而道得,
适请而请从,效修炼而获悟,梦茅君而化鹤”的结果,并因此在鹤游处兴

建通玄观,工程直至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完工。 观成无额,刘敖又向高宗疏

请“御题曰‘通玄’,仍加玺书于左”。 高宗遂手书赐之,并赐御诗三首。
据碑记,“请额月弦,而石壁襄于月望也”②。 可见,上疏在七月上弦(七

日或八日),至十五日已刻石完成。 此时,刘能真的头衔已经变为“奉敕

左右街大都道录、少师、赐紫衣真人”③。 相较于六月出家之时,刘敖增加

了都道录、少师两个官衔。

二、由官吏署位推定三牒时间

在了解通玄观和南宋三牒的基本情况后,本节接下来讨论三件文书

的性质以及所涉官吏的情况。
关于三牒的性质,据文书自名即可判断,它们是与僧道密切相关的度

牒和赐师号(亦作师名)、紫衣牒。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南宋和明清时期

均存在将这三类文书称为“敕牒”的情况,但无论从文书形态,还是从发

文机构来看,刘敖三牒均与唐宋时期的敕牒存在差异(详后)。 前引宋人

吴自牧“承恩敕牒”的说法,只是当时的俗称。 而且,在宋代文献中,绝大

多数情况下,宋人将敕牒称为“敕黄” “黄牒”,或径称之为“敕”,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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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刘敖奏请长生田一事的经过,被淳熙年间(1174—1189)担任萧山知县的顾冲记载

在其所著《萧山水利事迹》中。 此处转引自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编:《明清萧山县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 年,第 718 页。
姜南撰,吴陈琰增补:《通玄观志》卷下《艺文·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46 册,第 443 页。
阮元编:《两浙金石志》卷九《宋创建通元(玄)观碑》,《续修四库全书》第 911 册,第
6 页。 《通玄观志》未载此碑末尾刘敖的题署,碑文亦与《两浙金石志》所载略有差

异。



单称其为“牒”①。 因此,对于三牒性质,刘敖碑记载“给福牒,赉紫衣”才

是更加准确的表达。
所谓“福牒”,就是度牒,是僧道童行等得以披剃、披戴的官方凭证。

披戴之后的道士,通常并不会立即受赐紫衣,并获得师号②。 但刘敖因属

特旨颁赐,并且还是用在身官职换取紫衣、师号的情况,所以三牒颁赐时

间相差无几,皆在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中下旬。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刘敖三牒属于特旨颁赐者,所据为同一件圣旨,

但三牒并非是礼部官吏在同一天颁赐。 理由是,直接书填三牒的书令史

等吏员并不完全相同。 仅有第二牒和第三牒的“令史高”和“主事尹”应

该是相同之人③。 故三牒的具体书填日期,应该是六月中下旬三个不同

的工作日④。 期间,还有可能发生了尹姓吏员从令史迁转为主事的职位

变动。
通过三牒上几乎完全不同的官吏署衔和姓氏可以推断其更具体的颁

赐时间。 考虑到吏员地位卑下,在史籍中留下详细人生轨迹的可能性很

小,加之在现存文书阙名的情况,实际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更可行的

方法是从官员着手。 但笔者注意到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所引证的

资料并不包括《通玄观志》,而且该书考出的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前后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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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哲文:《宋代敕黄文书略探》,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

会编:《广州文博(8)》,文物出版社,2015 年,第 192—206 页。 该文还指出,宋代敕

牒文书在被收入后世文献集或金石录时,常被简称作“牒”或归入“牒”类编目。 这

一做法虽然简单直接,但却忽略了宋代“牒”并不具有“敕牒”的特指功能。 而宋人

对“敕牒”的特定含义较为明确,一般不会将其笼统地称作“牒”或“福牒”。
在宋代,通常道士担任管内道正满七年,无私罪,经本州保明,可陈乞紫衣,有紫衣

者给师号。 此外,年满八十的道士女冠,亦可如前赐紫衣、师号。 除此之外,道冠亦

可通过皇亲、近臣保荐奏赐,或通过朝廷对重要宫观的定额拨赐制度获得紫衣、师
号(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线装书局,2003 年,第 233—243 页。 武清

旸:《宋代对道士的管理政策》,张龙成等:《宋代道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四川

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91—98 页)。
第二、三牒中“令史高”下“支直”,似乎并非是其名字。 有一种可能是,原文书中

“高”姓下的花体押字,被文本的移录者误释作“支直”。
此处推断三牒书填于三个不同的工作日,只是根据文书形态分析而提出的一种可

能性。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如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同日降下的文书由不同的吏员

分工签署,也是符合常理的。



礼部尚书、侍郎者,与刘能真三牒中的署位者,不甚符合。
以礼部尚书而言,李之亮判断绍兴十三年(1143)至三十一年无任职

者,又据《宋史》本传的资料将王刚中系于绍兴三十二年之下①;但实际

上,此人始任礼部尚书的时间为隆兴二年(1164)②。 可见,绍兴三十二年

并无礼部尚书在任。 这与上引三牒中“尚书阙”的押署正相符。
在礼部侍郎方面,绍兴三十二年下列了三位任职者:黄中、吕广问、王

大宝③。 其中,前两人任职时间明确,黄中于绍兴三十一年九月自权尚书

工部侍郎移礼部侍郎,吕广问于次年四月自起居郎迁权尚书礼部侍郎。
尤其是,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众官于尚书省议太上皇

帝、太上皇后尊号时,其中便有礼部侍郎黄中、权侍郎吕广问;至八月九

日,诏定奉太上皇帝(后)册宝差官时,“押宝案礼部侍郎二员”,仍由黄、
吕二人充任④。 这一时间恰好涵盖了本文所讨论的三牒的书填时间,但
牒尾礼部侍郎姓氏却与此时任职者完全不符。

其他署位之祠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及左右司员外郎,皆存在类似情

况⑤。 因此,在无法将三牒署位官员与其他资料相印证的情况下,笔者曾

一度怀疑过三牒的真实性,直到将这一矛盾与空名度牒的颁降、书填程序

联系起来后才意识到,空名度牒在颁降之时,礼部诸官已在牒尾完成署

押、
 

钤印。 等到它被运送到各地书填,其中必然存在时间差。 更何况,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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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巴蜀书社,2020 年,第 2041
页。
何异《宋中兴百官题名·宋中兴学士院题名》 “王刚中”名下注曰:“隆兴二年闰十

一月,除翰林学士,以避祖讳,改除礼部尚书、直学士院。 十二月,除签书枢密院

事。”(缪荃孙辑:《藕香零拾丛书》第 7 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 年,叶六)据

此,本传所谓“金犯淮”(《宋史》卷三八六,第 11863 页),并非指因绍兴三十一年完

颜亮南征而延续至次年的宋金战事,而是隆兴二年十月金人犯边“分道渡淮”一事。
另参孙觌:《宋故资政殿大学士王公(刚中)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
卷三四九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61 册,第 89—92 页;
《宋史》卷三三《孝宗纪一》,第 628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079 页。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 礼四九之二六、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798—1799 页。
详参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146—2147、1748 页;
第 3 册,第 1553—1554、1594—1595 页。



时候因为地方积压了太多空名度牒未使用,朝廷还会下令将其回收涂抹,
不再使用①。 因此,忽略度牒运送和保管时间,仅据书填时间来寻找牒尾

官吏的方法,就行不通了。
仍以南宋早期任职礼部尚书者而言,符合三牒“尚书阙”的情况,除

绍兴十三年至隆兴二年时段外,比较集中的是绍兴八年三月试礼部尚书

刘大中迁枢密副使后,至十年十二月礼部侍郎苏符改权礼部尚书为止这

一时段②。 期间,给事中苏符因受命充贺金国正旦使而在绍兴九年九月

升任试礼部侍郎,并正式出发,至次年三月才返回③。 同年十二月,又自

侍郎迁礼部尚书。 此人应即第三牒中标明“奉使”的“左朝奉试侍郎苏”。
因此,以下将在绍兴八年三月至十年十二月时间段前后,逐件确定三牒空

名文书的颁降时间(即“元降年月”)。
第一牒中,“左朝散郎祠部员外郎勾能”前“行宫”二字所指不明④,

原志“行宫” 上承“主事张汝器” 之后,同样未详其意。 故皆暂付阙如。
“勾能”二字有两个可能:一是此祠部员外郎单姓勾,名能;二是其人复姓

“勾能”。 然而现存南宋早期任职祠部者,并无勾姓之人,仅有勾龙如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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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宋代对道教的管理》,《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第
31 页。 如南宋规定,空名度牒书填后,“限二日具州县寺观法名、年甲、度牒字号及

元降年月”等信息申尚书礼部(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五

十,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 1 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698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039—2041 页。 此外,在
两次任命礼部尚书之间,还会有一些短暂的空阙期,兹不赘。
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一“绍兴九年八月庚午”条、卷
一三二“绍兴九年九月癸未”条、卷一三四“绍兴十年三月丙申”条,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8 年,第 2201、2209、2253 页。 何异:《宋中兴百官题名·中兴东宫官寮题名》
“苏符”,《藉香零拾丛书》第 7 册,叶一。 曾枣庄:《三苏后代考略》,《三苏姻亲后代

师友门生论集》,巴蜀书社,2018 年,第 32 页。
南宋于建康府(今南京)置行宫,宫内有学士院。 绍兴三十一年,高宗视师建康,乃
命唐文若以起居郎兼权行宫直院。 三十二年二月车驾回,复旧(何异:《宋中兴百官

题名·宋中兴学士院题名》,《藕香零拾丛书》第 7 册,叶六。 周应合撰:《景定建康

志》卷一九《山川志三·井泉》,南京出版社,2009 年,第 460 页)。 但此处将“行宫”
置于“左朝散郎祠部员外郎”前,含义不明。



其实,勾龙如渊本即勾姓,出勾芒氏,因避宋高宗讳而改姓“勾龙”①。 据

此可知,“能”字应是“龙”字之讹。 勾龙如渊任职祠部的时间为绍兴七年

(1137)正月至十二月②。 在此前后,祠部无郎中,故牒作 “ 祠部郎中

阙” 。
“左朝奉大夫权侍郎陈”和“左朝请郎权侍郎吴”,应即陈公辅和吴表

臣。 吴氏任职时间明确,自绍兴七年四月壬寅(十一日)至十月丁巳(二

十八日)。 同日,由常同接替他出任侍郎,但时间甚短。 陈氏的始任职

时间不详,但绍兴七年七月十三日已在任,至十月丙申(七日) 去职③。
陈公辅阶官高于吴表臣,而署位次序却是以后者为尊,则同职者位次是

以任职时间为先后,不以散阶为高低。 由此可知,陈、吴两侍郎同时在

任的时间是绍兴七年七月十三日之前(不早于四月十一日)至十月七日

之间。 在此期间,礼部尚书一职恰好因为刘大中短暂的出知处州而

空阙④。
最后的“左朝散郎吏部员外郎兼权右司冯”和“右宣义郎吏部员外郎

兼权左司薛”分别是冯康国和薛徽言⑤。 不过,原志错误较多。 据记载,
左宣义郎、吏部员外郎薛徽言,左朝散郎、都官员外郎冯康国,于绍兴七年

闰十月癸未(二十五日)一同转任右司员外郎。 同日,王迪则由右司员外

郎改左司,与他同时在左司任员外郎的是范直方。 至次年三月五日(庚

寅)、十四日(己亥),王迪与范直方先后被罢黜,“与在外差遣”。 期间,十三

日(戊戌),冯氏也已转任外官直显谟阁、知夔州。 同月戊申(二十三日),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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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史》卷三八〇《勾龙如渊传》,第 11717 页。 按,“勾”字在当时属于“仍其字而更

其音”者,应读如“句”(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挥麈

录》,中华书局,1961 年,第 23 页。 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四《避讳》,
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7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143—2144 页。
绍兴七年七月十三日祈雨,“五岳、五镇差礼部侍郎吴表臣,四海、四渎差礼部侍

郎陈公辅”(《宋会要辑稿》礼一八之一九,第 960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

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071 页。
绍兴六年八月后,刘大中已兼任权礼部尚书。 至十二月充显谟阁直学士、知处州。
不过,次年闰十月,他又从处州任上返京,任试礼部尚书,直至迁枢密副使(李之亮:
《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039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3 册,第 1548、1587—1588 页。



氏自右司改试左司员外郎,降授左朝散郎①。 由此可知,冯、薛二人皆是以

兼权右司的身份在牒尾署衔,与后两牒分别由左、右司员外郎署位不同。
且冯氏本官应是都官员外郎,并非以吏部员外郎兼权右司②,薛氏阶官为

左宣义郎,而非右宣义郎。 因两人同日任职,故以阶官高低为署位顺序。
综上可知,用来书填刘能真信息的空名度牒应该颁降于绍兴七年至

八年之间。 其中,礼部官员署押时间在绍兴七年十月七日之前(但不早

于陈公辅任职礼部侍郎的时间),而等到尚书左右司郎官署押时,已经是

同年闰十月二十五日之后,最迟不晚于次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牒中“左宣教郎守祠部员外郎高”应该是高闶。 此外暂未发现

南宋早期另有其他高姓任职祠部郎官者。 高闶于绍兴八年三月自著作佐

郎除祠部员外郎,去职时间不详,不晚于同年十二月③。 “左奉议郎权侍

郎张”即张九成,任职时间为绍兴八年六月壬戌(八日)至十一月庚戌(二

十八日)④。 “左中大夫试侍郎曾” 即曾开,于绍兴八年四月己巳(十四

日)自刑部侍郎改试礼部侍郎,至十二月戊午(六日)出知婺州⑤。
署位的左右司郎官为程克俊、陈橐。 不过,程克俊的散阶“右宣教

郎”误,应为“左宣教郎”⑥。 陈氏于绍兴八年七月丙戌(二日)由司勋员

外郎转守右司员外郎,至九年三月己丑(九日)改试左司员外郎,五月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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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七“绍兴六年正月丁酉”条,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癸

未”条,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甲辰”条引《日历》、“戊申”条,第 1657、1944、1987、
1988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〇之二〇“绍兴八年三月五日”“十四日”,第 4926 页。
《宋史》本传及《要录》皆载冯康国为都官员外郎(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

代职官通考》第 5 册,第 2370 页),未载其尝为吏部员外郎。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144 页。 绍兴八年十二月

丙寅,礼部员外郎高闶等罢,以御史论其参与重修《神宗实录》不实(《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卷一二四,第 2095 页)。 本传载,高闶绍兴中任“权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

勘……寻迁著作佐郎,以言者论罢,主管崇道观。 召为国子司业” (《宋史》卷四三

三《儒林三》,第 12857 页)。 “以言者论罢”即《要录》所载之事,但当时高闶已由著

作佐郎迁祠部员外郎,或许《要录》因其旧职而误书为礼部员外郎。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072 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卷一二四,第 1993、2091 页。
程克俊,宣和六年(1124)进士,不应为右阶散官(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
卷二十《文臣带左右》,第 371 页)。 史籍中已载其散官为左阶,详见龚延明、祖慧编

著:《宋代登科总录》第 5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342 页。



辰(一日),又改权刑部侍郎。 程氏自绍兴八年三月庚戌(二十五日)由兵

部员外郎转守右司员外郎,至七月丙戌,与右司员外郎闾邱昕一同改左

司。 其继任者即陈橐、范同。 程克俊最终与陈橐同时(九年五月一日)离

开左右司,任试起居舍人①。
综上可知,书填刘能真信息的空名师号牒,礼部官员应在绍兴八年六

月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之间完成押署。 左右司郎官则应在同年七月二

日之后,至九年三月九日之间完成押署。 因此,该牒颁降时间大体应在绍

兴八年七月二日之后,不晚于九年三月九日。
第三牒中,奉使的礼部侍郎即前述之苏符。 他出使金国的时间是绍

兴九年九月癸未(六日)后至次年三月丙申(二十一日)。 在此期间署牒

的祠部员外郎张氏,只能是绍兴九年五月至次年四月间任职的张扩②。
“左朝请大夫试侍郎吴”与第一牒中的“左朝请郎权侍郎吴”是同一人,但
吴表臣绍兴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由礼部侍郎转任给事中,直至九年三月戊

子,才由兵部侍郎再次移任礼部侍郎,任期至同年十月己未(十二日)止,
迁权吏部尚书③。 因此,此牒中礼部官员签署的时间段较为明确,应该在

绍兴九年九月苏符出使之后,至十月十二日之间。
左右司官中,“左朝奉大夫右司员外郎陶”即陶恺,“左朝奉大夫左司

员外郎魏” 则是魏良臣。 两人的始任时间同为绍兴九年九月戊寅(一

日)。 至次年二月癸酉(二十八日),陶恺外任主管川陕茶马公事。 同年

十一月,魏良臣转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④。
综上可知,书填刘能真信息的空名紫衣牒的颁降时间,应该在绍兴九

年九月六日之后,不晚于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由此可以明确,《通玄观志》所载南宋三牒最初是作为空名文书在绍

兴七年至十年之间,分作三个批次被礼部和左右司官员陆续签发,此后或

许一直保留在祠部库房中,未被使用。 直到二十多年之后,
 

才在高宗、
 

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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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3 册,第 1548—1549、1588—1589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144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4 册,第 2072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3 册,第 1549、1589 页。



宗内禅后的二十天之内,由祠部书令史等吏员陆续书填完成,交给受付者

刘能真。 书填顺序能在多年之后仍与元降时间先后保持一致,或许与当

时度牒空名等文书在颁降时以“千字文”进行过编号有关①。
对于宋代度牒等僧道文书滥卖情况,学者多有揭示,但基本是从发行

数量以及由此导致的价格贬值等现象进行分析。 而上述三牒颁降和书填

的时间差异,则从另一方面具象化了我们对南宋早期度牒发行、使用情况

的认知。
爬梳史籍可知,南宋初年为防止民间伪造度牒而改行新法,推行绫纸

度牒(详后)以替换黄纸度牒。 至绍兴六年、七年朝廷连续下诏,收紧度牒

发行。 不过,在当时南宋北伐刘豫已经开启的背景之下,上述政策旋即被

放弃。 直至绍兴和议达成后,朝廷才再次收紧或停止发行度牒等文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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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代度牒以千字文编号,是根据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权发遣福建路转运判官公

事柯旸的建议“将来印行祠部〔牒〕,欲乞朝廷相度,于后苑作织造异样绫帛在民间

所无者印造,量其价以补其费,兼加以字号,如举人试卷然。 令州军如遇书填,并腾

录字号一本,月终类聚,申部照对钩销”实施的。 至建炎四年(1130)五月,又豁除

“字号有犯俗间避忌者” 100 字(《宋会要辑稿》 职官一三之二五至二六、三一,第
3383、3386 页)。 按,当时内外典文献或公私文书中存在以“祠部” 指祠部牒的文

例,且较为常见,因此《宋会要辑稿》点校本在将“祠部”校改为“祠部〔牒〕”的处理

并不统一,多数情况下整理者仍从原文。 为清楚起见,此处及后面引文(不限于《宋

会要辑稿》)皆酌补“牒”。
绍兴六年四月,以尚书省言“僧徒猥多”,且诸州试经给降度牒严重贬值,“官中旧

价百二十贯,民间止卖三十千”,诏“权住三分之二”。 七月,诏:“新法绫纸度牒,除
换给使用外,其余今后更不给降。 应童行试经,并权住三年,仍自今年为始。 其已

前年分未给之数,亦令住给。”至七年六月四日,诏度牒所:“应臣僚恩例及试经拨放

并给降支使等,并依已降旨挥住给,虽奉特旨,令礼部执奏不行。”不过,同年闰十月

二十四日,宰相赵鼎等便已奏请“榷货务出卖祠部度牒,远方不能就买,欲量付诸

路”,并获准。 可见,出售度牒在此之前已开始。 再次收紧售卖度牒政策,见绍兴十

二年诏及其对绍兴七年旨挥的重申:“礼部度牒自五月十四日以后权住给降。 其紫

衣、师号除应副军需外,余并住给,仍依绍兴七年六月四日旨挥施行。”十三年正月,
又诏:“度牒并权住给降。 行在自今月十六日,诸路州军限指挥到日,先已支降度牒

更不出卖,见在数拘收缴申尚书省。” (雷闻:《〈宋会要·道释类〉的复原与校勘》,
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5 辑,第 313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

三三至三四,第 3387 页)



刘能真三牒的元降年月恰在这一时间段内①。 这些空名文书之所以在二

十多年后才被书填使用,很可能是由于绍兴中期禁令造成的。
绍兴和议后收紧或停止发行度牒、紫衣牒的禁令,延续了十余年,直到

绍兴后期才逐渐放开②,并且随着完颜亮南征,宋金再度开战,度牒售卖数

量攀升至新高峰。 但即便如此,祠部或度牒所仍保存着一定数量的陈年空

名度牒等文书,以备不时之需。 由此不难想见,南宋初年,尤其是绍兴七年

至十二年之间度牒等发行量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三、宋代紫衣、师号牒形态演变

如第一节所述,南宋度牒及师号、紫衣牒形态基本相同。 不过,这样的

文书形态基本上是元丰官制改革后确立起来的。 这三种文书在北宋前期

的形态并不一样。 以下分而论之。
关于宋代改变紫衣、师号牒形态,史籍中有明确记载。 元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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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会要辑稿》所载绍兴和议前后南宋度牒售卖政策的调整,有阙略。 如前引绍兴

六年诏诸州试经度牒“权住三分之二”和“权住三年”之后,《〔淳熙〕三山志》又载,
绍兴七年“令礼部别修新法,度牒五千道,其臣僚恩例及试经拨放等,并住给,虽奉

特旨,礼部亦得执奏”。 至九年,“会易新法,度牒出卖。 礼部奏:‘绍兴六年指挥,
权住三岁。 今限满合放度。’有旨:‘依七年住给指挥。’此以比试拨放者也。 其后,
度牒久不给降,军兴事起,乃命出卖,始度僧云”(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编:《三山志》卷三三《寺观类一》 “怀安开元寺” 条,海风出版社,2000 年,第
516 页),补充了《宋会要辑稿》的缺失。 据此,绍兴六年的政策延续时间很长,呼应

了后注所引绍兴十九年高宗“官不给卖度牒已十余年”的说法,“军兴事起,乃命出

卖,始度僧”也应指下引绍兴三十一年复卖度牒一事。 不过,《三山志》“久不给降”
的说法,或仅指试经拨给度牒之政策,因此也不全面。 考虑到绍兴和议前后的财政

状况,以及“榷货务出卖祠部度牒”的史事,本文仍主张绍兴七年至十二年南宋政府

曾一度放松此前的度牒禁售政策。 《三山志》一条,承匿名审稿专家提示,谨此致谢。
另外,专家还指出,刘敖度牒“似乎正是书填绍兴七年礼部所修五千道空名度牒”。
这一可能性确实存在。 下令修造 5000 道度牒,应即前引绍兴七年六月四日诏。 考虑

到修造所需的时间,完全可能涵盖前文所论刘敖空名度牒的元降时间。
绍兴十九年,高宗曰:“官不给卖度牒已十余年,访闻多有无度牒辄披剃者,可令礼部

措置禁止,稍重其罪,仍许人告。”可见当时政策仍较为严格。 直至二十四年六月,礼
部乞卖紫衣、师号,从之。 次年八月,礼部又准诏制定了“臣僚合得紫衣、师号恩例”。
最后是绍兴三十一年二月,诏“复卖度牒,每道五百贯,绫纸钱一十贯” (《宋会要辑

稿》职官一三之三四,第 3387—3388 页)。



(1082)六月,正值新官制推行之初,神宗便下诏:“自今紫衣、师名止令尚书

祠部给牒,牒用绫纸。 被受紫衣、师名者,纳绫纸钱陆百。”是岁十月复诏,
两牒“依度僧牒例用纸”①。 据知元丰五年六月的改制,变化有两个方面:
一、赐紫衣、师号牒,只需由尚书祠部给牒即可。 二、两牒的材质由纸变为

绫纸,因此受赐者需额外缴纳绫纸钱 600 文。 后者开启了南宋紫衣牒等三

种文书皆用绫纸的先声,但在四个月之后,紫衣、师名“牒用绫纸”的新制便

宣告中止,两牒仍旧依照度牒例用纸,不过文书形态的改变延续了下来。
在此之前的北宋前期,朝廷规定“僧尼死及还俗者,祠部〔牒〕画时追

毁讫,缴送祠部”②。 与之类似,还俗或去世僧道的紫衣、师名牒,也需要

送纳尚书祠部:“僧尼、道士身死者③,其紫衣、师号敕牒并令知州、通判批

书还俗及身死年月纳祠部。”④不过,相同的管理规定并不意味着三种文

书形态相同。 如前引史料明确指出,赐紫衣、师号所适用的文书,并不同

于元丰改制后的“祠部给牒”,而是中书门下敕牒。 这一点在反映仁宗、
英宗时期制度的《两朝国史·职官志》中就有体现。 据该书记载,当时尚

书祠部职掌只包括“祠祭画日、休假令、受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之

籍,给剃度受戒文牒而已”⑤,其中并不包括紫衣、师号牒。 后者见于中书

省职掌,“掌供郊祀及皇帝册文、幕职州县官较考、斋郎室长诸司人年满

覆奏,并受文官改赐服章、僧道紫衣师号、举人出身、寺观名额正宣之

事”⑥。 另外,门下省职掌中也包括“受中书宣黄、画敕及僧道赐紫衣师

号”,具体则是由本省所属的“画院、甲库主之”⑦。
虽然北宋前期《国史》将“僧道紫衣师号、举人出身、寺观名额”文书

记载于“中书省”之下,但其实中书省只负责文书“正宣之事”。 处理上述

0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一,第 3381 页。
雷闻:《〈宋会要·道释类〉的复原与校勘》,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5 辑,第 299 页。
依照下文,“身死”前或脱“还俗”二字。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一七“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诏”,第 3379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一六,第 3378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一,第 3023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一,第 2985 页。 按,“师”字系整理者据见于《两朝国史志》
前的一段未载出处的门下省职掌所补。 学界通常认为,《两朝国史志》之前出处未

详的描述机构职掌的文字应出自《三朝国史志》。 三朝,即太祖、太宗和真宗朝。 两

朝,即仁宗、英宗朝。 因此,上述记载可视作北宋前期通制。



政务的文书,其实是由宰相署押的中书门下敕牒(元丰改官制后,转为尚

书省敕牒)①。 这也与门下省职掌中的“中书” 相呼应。 后者即中书门

下,与中书省不同。
宋代寺院赐额敕牒多见于寺观碑刻,研究成果亦多②,兹不赘述。

“举人出身”即科举及第者所受文书。 元人刘埙曾见到过其族人刘嘏于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进士登第时所获赐同学究出身的中书门下敕牒,
并将其形态记载下来③。

至于宋代的紫衣牒和师号牒,《平津馆金石萃编》收入的一通原在陕

西宝鸡马营镇广济寺的宋代残碑④值得重视。 碑文内容如下:
　 　 (一)碑上截

(前缺)⑤

(上缺)赐□□□□□元丰二

(上缺)□□□别无公私过犯,本
(上缺)□奏闻,候　 敕旨。 奉

(上缺)宜赐号慧照大师。
[牒至]准⑥

[敕,故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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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类似的情况,如南宋祠部司“详定祠祭、太医帐案”,其所承办事项中有“应道释神

祠加封赐额”(《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一六,第 3378 页)。 实际上,祠部仅负责

相应申请的审核等环节。 至于寺观赐额使用的是尚书省敕牒,而神祠加封通常适

用敕授告身等文书。
[日]小林隆道:《宋代的赐额敕牒与刻石》,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第二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94—117 页。 安洋:《纸石之间———宋代敕牒的文书与

刻石》,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十二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462—484 页。 王维:《宋代赐额敕牒碑刻书法

的分期及原因探析》,《中国书法》2019 年第 12 期,第 108—115 页。
刘埙:《水云村泯稿》 卷十一《屯田员外郎刘公敕黄后跋》,影印明天启刊本,杨讷

编:《元史研究资料汇编》第 6 册,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46—347 页。
严可均辑:《平津馆金石萃编》卷十八《赐广济寺僧文海紫衣牒》,《续修四库全书》
第 893 册,第 281—282 页。 按,整理者先录此碑下截文书,后录上截文书,今改之。
“前缺”及下文[]内文字,系笔者所加。 其他为原书注文。
“准”字前,整理者未加“上缺”小注。 笔者考虑此部分碑上半段均已缺失,此行不

应独无阙文,故据文书格式补。 下行文字亦据文书格式补。



(上缺)当官许押给①

(上缺)事宋押

(上缺)郎阙

(上缺)司押

(上缺)□押

　 　 (二)碑下截

中书门下牒

　 景灵宫使、昭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曹佾奏,遇
　 同天节,乞凤翔府宝鸡县广济寺僧文海

牒,奉
敕:宜赐紫衣。 牒至准

敕,故牒。
熙宁八年闰四月　 日牒

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吕　 押

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王　 押

吏部侍郎平章事韩　 押

吏部尚书平章事王　 押②

原碑下截所刻是宝鸡县广济寺僧文海于熙宁八年(1075)所得紫衣牒,文
书形态为中书敕牒。 或是因为原碑上截保存不佳,成书稍早于《平津馆

金石萃编》的《〔乾隆〕宝鸡县志》就仅著录了此碑下截,并称牒末署位的

吕惠卿、韩绛、王安石皆与《宋史·宰辅表》所载任职时间相符,“唯《王韶

本传》及《表》皆云,(熙宁)七年十二月,自观文殿学士、兼端明殿龙图阁

学士、礼部侍郎除枢密副使,牒云‘参政’,必史误也”③。 实则此处考证

颇愆。 王韶熙宁七年(1074)五月迁礼部侍郎时,并未担任参知政事。 而

且,任命之时,
 

他仍在知熙州任上,
 

直至年底始受征入朝,
 

并就除枢密副

使④。 故牒末“礼部侍郎参知政事” 应该是自熙宁三年至九年(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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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此行所缺文字,除许某职衔外,还应包括年月日信息。
此行下原有小字“岐下郭曦书,阎式刊”一行,兹略去。 郭、阎二人生平不详,亦无法

据以推知刻碑时间。 今寺、碑皆已不存,拓本也暂未寓目。
邓梦琴:《宝鸡县志》卷十五《金石·宋熙宁牒》,《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915
号,成文出版社,2020 年,第 541—543 页。 《平津馆金石萃编》亦以“礼部侍郎参知

政事王”为王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庚子”条、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

二月丁卯”条,中华书局,2004 年,第 6189、6293—6294 页。



1076)以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在任的“三旨相公”王珪①。 因此,据僧文海

紫衣牒尾官员署位时间可知,其押字在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自知江宁府

入朝再次为相②之后,与其书填时间一致或相差无几。
至于碑上截所刻文书,严氏称之为元丰二年(1079)赐慧照大师敕,

亦有不准确之处。 据碑文可知,“元丰二”并未出现在年月日处,而是事

文所载。 结合上下文可知,此处所指应是受师号者自元丰二年之后“别

无公私过犯”,符合相应规定,故由当地官司奏闻而受赐。 因此,慧照师

号牒的书填时间必在元丰二年之后,其形态有两种可能:
(1)书填时间在元丰五年六月诏师号由祠部给牒之前,则此文书应

符合中书门下敕牒之特点。 但从碑下截所刻文海紫衣牒及熙宁六年

(1073) 三月入宋僧成寻所获师号牒③来看,敕牒末尾年月日后,直接

“牒”字,无须“勾当官”或“守当官”等吏员署押。 故可排除此种可能④。
(2)书填时间在元丰五年六月诏之后,则牒尾应由祠部官吏与礼部

长贰同署。 考虑到当时六部吏额有守当官而无勾当官,故可知“当官许”
前所阙一字为“守”。 由于此行至此而止,故下一行的署位只能是吏员而

非祠部郎官。 换言之,慧照师号牒尾与刘能真师号牒尾吏员押署在一行不

同,而是分作两行。 这种方式在当时也很常见,如徐谓礼录白印纸中由尚

书工部官吏批书的三件印纸:第 65 则淳祐七年(1247)三月行将作监簿到

任印纸、第 69 则同年某月推赏转朝散郎印纸,以及第 70 则同年十月行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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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二》“熙宁三年十二月丁卯”条、“九年十月丙午”条,卷三

一二《王珪传》,第 5487、5490、10243 页。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二》“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条,第 5488—5489 页。
[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八“延久五年(宋熙宁六年)四

月四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660—661 页。 王丽萍:《成寻〈参天台五台

山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1—52、94、137—138 页。
另外,若此文书为敕牒,那么,牒末残缺的“事宋押”,只能是一位宋姓参知政事。 据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宋代职官通考》第 1 册,第 72—76 页)可知,符合条件

的分别是宋绶[明道二年(1033)十月至景祐四年(1037)十月、康定元年(1040)九

月至十二月]、宋庠[宝元二年(1039)十月至庆历元年(1041)五月、庆历五年正月

至庆历八年五月],时代稍远;且早于宋朝开始售卖空名度牒的嘉祐年间(唐代剑:
《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第 204 页)。 同样,下一行阙官某的署衔最后一字

“郎”,也不能与中书敕牒末尾宰执职衔相吻合。 据此,亦可排除之。



监簿解任零考印纸①,皆是此例。 由此可知,此文书中“事宋押”应是主事

宋某押字。 那么,“郎阙”一行所指就只能是祠部员外郎,而司姓官员则是

礼部侍郎,至于最后一行押字,应是尚书,但其姓已阙,不得而详。 遗憾的

是,由于《宋代京朝官通考》未收录司姓者②,笔者也暂未能查得司姓礼部

侍郎更多的信息。 因此,慧照师号牒的颁降、书填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虽然慧照师号牒残缺已甚,但仍可基本确定,它已不再延续敕

牒形态(牒尾由中书宰相或尚书省宰执官署位),而是与南宋三牒相近,
属于元丰五年六月诏所规定的“止令尚书祠部给牒”的新式文书③,而且

文书抬头也极有可能已改为“尚书礼部”。
至于紫衣牒,虽然目前尚未见到北宋后期与此类牒形态相关的文书

材料,但推测其形制和慧照师号牒相近,应可成立,兹不赘言。
以上讨论了元丰改制前后,紫衣、师号牒形态发生的主要变化。 下一

节则重点讨论度牒形态。

四、宋代度牒形态演变

前引元丰五年六月诏并未涉及度牒形态,但实际上它的形态在元丰

改制前后,也同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北宋前期的度牒形态见于熙宁年间(1068—1077)入宋僧日本延历

寺主成寻所撰《参天台五台山记》。 成寻不仅记录了自己在游历期间所

获师号敕牒,而且记录了自己的弟子“明州通事客人陈咏”出家时所得中

书敕牒与祠部度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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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50—254 页。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人名索引》“si”,《宋代职官通考》第 8 册,第 4218 页。
《宋史·职官志》载祠部“分案五,置吏二十有一”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
第 3854 页),应是北宋后期制度,但所分案及其职掌不详。 《宋会要》载祠部元丰改

制后分案置吏,系隆兴元年(1163)以礼部郎官一员并行四司之事的制度。 当时分

案有二,其一为道释案,职掌包括“该遇圣节始赐紫衣师号”,“僧尼去失度牒改名

回礼”,“陈乞比换紫衣师号,给降出卖书填翻改空名度牒等”事项,“又有制造窠,
掌制造、书写、勘合绫纸度牒、紫衣师号及度牒库官吏替上申请事”。 此外,“度牒库

隶焉”(《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一六,第 3378 页)。 按,“窠”字,整理者校改为

“案”,笔者意可不改。 前文既言当时祠部分案有二,即道释案和详定祠祭太医帐

案,则制造窠(科)不在其数。 而宋代尚书省之下吏员,除分房、案之外,也有分科

者,故可不改。



(一)“通事陈咏剃头文”,即中书敕牒

中书门下牒尚书祠部

中书门下奏,据传法院乃至敷奏。 本院遂具

奏闻。 奉

圣旨:送中书。
牒,奉
敕:陈咏依所乞,宜令尚书祠部特与剃度,依例出给文牒,仍法号

悟本,及关牒传法院。 牒上(至),准
敕,故牒。
　 　 　 　 熙宁六年三月　 日　 牒

　 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王押

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冯押　
　 　 礼部侍郎平章事王押①　

(二)“取来祠部〔牒〕如左”,即祠部度牒

尚书祠部牒

　 　 准

敕节文:中书门下奏,据传法院状,据明州通事客人陈咏状,昨于

庆历八年内,本州市舶司给得公牒,往日本兴贩,前后五回。 又蒙

杭州运司公文,差送日本国僧赴阙朝见。 日夕常见日本阇梨精勤

佛事,欲乞剃头为僧,与日本阇梨为弟子,终身念佛,报答国恩。
奉

敕:陈咏依所乞,宜令尚书祠部特与剃度,依例出给文牒,仍赐法

名悟本。
　 　 牒具如前。 其上件赐名悟本,事须准

敕,出给剃度文牒者,故牒。
　 　 　 　 熙宁陆年肆月　 日

书令史郑押牒　
尚书如前长命戒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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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八“延久五年四月四日”,第
661—662 页。 王丽萍:《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 研究》,第 71—72、94—95、120、
138—139 页。 标点略有改动,下同。



左谏议同前①

(尚书祠部郎中充集贤校理同判太常

兼礼仪事兼同判王安国

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集贤院

兼尚书礼部兼同判王益柔)②

《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存宋代公文,颇受学者重视③。 尤其是中村裕一

对陈咏敕牒、度牒和长命戒牒文书中误字的校改(如“上 / 至” “败 / 贩”
“侍 / 祠”)④,大多得到后来整理者和研究者的认同。

不过,中村氏的研究着眼于唐代文书制度,在借助陈咏度牒讨论了唐

代祠部牒的形态之后,揭示出北宋前期度牒式与唐《公式令》“牒式”之间

高度相似⑤,却未能将研究视线下移。 在对比刘敖和陈咏度牒之后,我们

62

①

②

③

④

⑤

[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八“延久五年四月十二日”,第
678—679 页。 王丽萍:《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 研究》,第 72—73、115、143—144
页。 按,此牒署位者与长命戒牒相同,故将相应文字备录于后,并加括号标识。
[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八“延久五年四月四日”,第
663 页。 王丽萍:《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第 116、142 页。 长命是随成寻入

宋的七人之一,因在东京右街太平兴国寺戒台院受戒而得此文书。 按,王益柔见

《宋史》卷二八六《王曙传》附《王益柔传》(第 9635 页)。 他以知制诰兼判礼部的时

间,是熙宁五年(1072)六月癸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第 5677 页)。 虽然

仍不知他兼同判祠部的时间,但据此也能判断出,陈咏度牒的颁降时间和书填时间

差,不可能超过一年。
曹家齐:《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

丛》第 7 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31—542 页。
[日]中村裕一:《唐代官文書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 年,第 431—437 页。 不过,
中村氏的结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将王安国衔中“侍”校改为“祠”。 实则王氏在

度牒上署位,缘于其衔内的“同判(祠部)”,而与其本官是否为“祠部郎中”无关。
另外,此人被中村氏认为是王安石(也就是陈咏敕牒中的“礼部侍郎平章事王”)之

弟王安国(字平甫)。 但文书中王安国的署衔与王平甫安国在熙宁四年(1071)至

六年间经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申”条、卷二四八“熙宁

六年十一月戊午”条,第 5531、6045 页)不符。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汲古書院,1996 年,第 585—614 页。 不过,唐
代祠部牒(非度牒)通常由祠部郎中或员外郎一人署位,但北宋前期尚书省诸司常

以朝官一员或二员主判,因此度牒署位郎官人数也不固定为一人。 度牒由郎中一

人署位,见天禧四年(1020)四月,
 

提举发遣普度祠部牒所奏:“尚书祠部
 

(转下页)



可以得出如下认知:
虽然刘、陈二人皆是奉敕(圣旨)出家,但相较于南宋政府仅需签发

一件文书即可以处理的情况,北宋前期政府需要不同的机构先后下发两

件文书来完成。 毋庸多言,这种敕牒和度牒相互配合行用的文书制度,应
该是对唐宋时期官员除授中告敕并行制度的模仿①。 故《大宋僧史略》称

之曰:“唐祠部牒,皆绫素、锦素、钿轴,盖纶诰也,非官何谓?”②

不过,唐代虽然有“特敕正度,仍锡法名”的情况③,但在当时更多的

是“申省给牒”④,似乎无需敕牒与度牒配合颁降。 直至后梁末帝龙德元

年(921),“禁天下私度僧尼。 有愿出家,勒入京比试后祠部上请焉”⑤。
上请之后或需降敕,但相关机制具体如何运作不详。 而且五代制度变更

频繁,此制施行未久。 随着宋代奏裁法的推行,祠部给牒也再次被纳入其

中。 至道二年(996)六月,太宗“诏祠部,今后诸处牒到许为僧道者,奏
裁”⑥。 不过,这一规定或者只限于祠部汇总诸处文牒后奏请皇帝批准出

给度牒,至于在度牒颁降个人时,一般不需要同时给降中书敕牒⑦。 大概

7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接上页)印下白本祠部〔牒〕并封皮,系慎镛阶衔系书发遣,本官丁母忧,祠部承例用

木押字龊子发遣。 其白本祠部〔牒〕并封皮万数不少,并系三月终已前印下,今来

已是三司并手书填,若更候新判官员自新著字,伏恐积压住滞。 欲乞委新判祠部冯

元于慎镛官位下面用镛木押字龊子发遣。”从之(雷闻:《〈宋会要·道释类〉的复原

与校勘》,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5 辑,第 305—306 页)。
张祎:《制诏敕礼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邓小南指导),2009
年,第 147—157 页。
赞宁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中,第 132 页。
张仲素:《内侍护军中尉彭献忠神道碑》,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九三二,中华书

局,1966 年,第 4903 页。
大和四年(830),“祠部请令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许具名申省给牒,时入申者七十万

人”(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河北省佛教协会,2008
年,第 385 页)。
赞宁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中,第 127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一七,第 3379 页。
鉴于当时“诸州童行披剃,祠部胥吏纳赂启倖,有若市价,或十年不得文牒”的现象,
天禧三年(1019)成立提举发遣普度祠部牒所后,由林特等“立限发遣”度牒。 林特

等言:“旧例移牒诸州取索籍名,今请止以祠部见管天禧三年帐出给文字,权于馆阁

或经诸司抽差八人赴祠部,并手填写发遣,驲递付逐州。 至日,长吏以名籍参验,其
遁亡、还俗者,咸毁讫以闻。 仍令诸州先谕寺观,勿得敛钱行用,州县惊举, (转下页)



只有“非时内降祠部〔牒〕”,才由“本司预印空名纸,旧只本官书押,手分

将与中书填写后降敕,下司销破,一依旧例”①。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

“降敕”虽然应是中书敕牒,但敕牒的作用却是供祠部勾销所破用的“置

历拘管”的度牒数目,与陈咏所获敕牒的功能仍可能不同。 因此,北宋前

期收缴去世僧道的披剃文牒的规定中,并不包括敕牒②。
所谓的“披剃”文牒,正是道冠度牒中“与披戴”与僧尼度牒中“与剃

度”用语的合称。 这一文书用语在唐至北宋时期基本保持稳定③。
文书体式也是一样。 据陈咏度牒可知,在元丰改制之前,北宋度牒式

应该一直保持“此牒,自尚书省祠部司出,故称祠部〔牒〕”的旧制④,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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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接上页)犯者断讫以闻。 又旧童行帐所作弊,楷改通注,小有差误,即不给祠部

〔牒〕。 从前启此倖门,邀纳贿赂。 今欲勘会,止是小有错谩,非涉诈伪,即以空名祠

部〔牒〕下本州,委知州、通判勘会诣实,填名给付讫奏。 仍令祠部置簿抄上,印押

拘管,候了日勾销。”(雷闻:《〈宋会要·道释类〉的复原与校勘》,黄正建主编:《隋

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5 辑,第 304—305 页)
天禧五年(1021),又因林特起请,在三司盐铁勾院“选勾覆官前后行六人专置司”,
与祠部手分共同发遣“承天节披度等”文书,新机构以“判三司盐铁勾院兼发遣祠

部”为名。 三司看详时,建议“其已受祠部〔牒〕 沙弥受戒毕给牒,亦委发遣祠部

〔牒〕官管勾印发递付,并依祠部例。 并非时内降祠部〔牒〕”云云,以及“应雕板祠

部、戒牒,自今须本司官当面印造,置历拘管通转数目,经使、副签押。 印板才印绝,
封押于本司官处收掌”(《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一九至二十,第 3380 页)。
神宗熙宁二年,诏:“尚书祠部遍牒四京及诸道州、府、军、监,今后应僧尼、道士、女
冠身亡、事故,其元受披剃文牒、戒牒等,并仰逐处依旧例抹讫,更于行空处批凿身

亡、事故年月、因依,本州军官押字用印讫,具状缴连入递,申纳本部。 仍仰本部即

时具交收道数、年月,附递回牒本州。 州司候到,钩销照证。 其缴到文牒等,即仰依

旧诏施行。”(《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一,第 3381 页)
由于僧尼也有“创发”“披袈裟”的制度,因此“披剃”有时也会单独用于僧尼,如景

德四年(1007),秦国长公主言,“先于乾明寺署无量寿院,令家人披剃焚修。 缘院宇

窄隘,请于步廊十二间益之”,真宗不许。 只有宣和年间,徽宗一度改僧为德士,尼
为女德士(或作女德),遂以“已降诏为德士”为由,诏“所有寺院拨放试经、进疏、度
牒,并改作披戴,为德士”,即对僧人度牒用语加以改变。 女尼度牒亦当同改。 不

过,僧尼很快就恢复旧名,度牒用语也应随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第 1501
页。 雷闻:《〈宋会要·道释类〉的复原与校勘》,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

丛》第 5 辑,第 311 页。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第
421、422 页。 《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第 403、406 页)。

 

道诚:《释氏要览》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4 册,第 267 页。



祠部郎官(或判祠部)押署即可。 元丰颁行新官制后,虽然度牒仍沿用

“祠部牒”之名,并由祠部负责出给,钤祠部司印①,但其形态已经转变为

礼部牒,即发文机构由“尚书祠部”改为“尚书礼部”,牒尾需要祠部郎官

与礼部长贰一同签押,因此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礼部度牒”②。 同时,北
宋前期需要申祠部处理的度牒相关事务,在南宋法令中则径申礼部③。

至此可以确认,度牒、紫衣及师号牒相对一致的文书形态始于元丰改

制,此后三牒便由尚书礼部统一开板印造和颁降④。 至南宋初年,隶属祠

部制造窠负责的度牒库印,也正式以“礼部度牒库印”六字为文⑤。
以下将在三牒形态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进一步揭示北宋后期和南宋

早期度牒等文书形态上发生的细部调整。 因为,如果更仔细地对比慧照

师号牒和刘能真师号牒,就会发现两者仍存在一些不同:(1)北宋后期师

号牒的形态更接近敕牒,而南宋早期师号牒(度牒、紫衣牒同,下同)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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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大观四年(1110)五月四日,臣僚上言:“伏见天下僧尼比之旧额约增十倍,不啻数

十万人。 尝究其源,乃缘尚书祠部岁出度牒几三万道……欲乞应天下宫观寺院每

岁拨放试经与夫尚书祠部所出度牒并权住三年,自大观五年为始,候年满日并依

旧。”诏权停三年,“仍依绍圣元年数,应不依旧格增添拨放者并罢。 令礼部限十日

开具闻奏”。 建炎四年八月,诏:“今后祠部每料作五百道,据合要路分数目供申本

部,备申朝廷,降黄牒下部修写制造,仍差人前来请领。”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

之二三至二四、三一,第 3382、3386 页)钤印见后引绍兴元年(1131)七月尚书省奏。
绍兴元年二月,汪藻上书:“臣窃观禁中有时须索,而户部银绢以万计,礼部度牒以

百计者,月有进焉。 人主用财,须要有名,而使有司与闻。 至于度牒,则以虚名而权

实利,以济军兴之用,诚非小补。 幸无以方寸之纸,捐以与人而不知惜也。” (《建炎

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第 793 页)《道释令》载:“诸州承受尚书礼部度僧、道牒,长
吏以元奏帐照验面给讫申。”(《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

稀法律典籍续编》第 1 册,第 698 页)
《道释令》规定,“诸拨度童行,主首保明行止,具人数姓名、年甲、乡贯、寺观、师主

法名、所习经业,圣节前三十日本州录奏。 即已奏而逃死或有故不应度者,具事因

申尚书礼部。 度牒已到者,批书缴纳”;“诸官司误毁抹僧、道度牒及紫衣、师号牒

者,保明申尚书礼部”(《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

典籍续编》第 1 册,第 692、699 页)。 他条不具。
宣和六年闰三月,尚书省言:“度牒、紫衣、师号见今权住出给,比沿边事措置籴本,
暂许开板印造。 虽有指挥印毕毁板,尚虑无以关防,令礼部将今来所开新式印板申

纳尚书省,置柜封鏁,遇有印造,具状请降;印毕,限即时封记送纳。” (《宋会要辑

稿》职官一三之二六,第 3384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四〇“建炎四年正月诏”,第 3390 页。



了类似于告身文书“右某人”一句;(2)南宋早期师号牒除了祠部郎官、礼
部长贰押署之外,尚书左右司郎官也要系衔书押。

其中,第(1) 点或许与宣和年间尚书省奏改度牒等文书形态有关。
如宣和二年曾将度牒等三牒“毁板住给” 五年①。 不过,四年之后便因

“边事措置籴本,暂许开板印造”(即御笔所言“自今除应副新边及籴买并

合给若干本外,更不取索”)。 同时考虑到“虽有指挥印毕毁板,尚虑无以

关防”,以及此前僧尼改名德士等造成的文书混乱(“昨因改更德士,奸伪

益多,无以甄别,及旧式全无体制,非所以示敕命之重”),尚书省最终要

求礼部开新式印板印造三牒,其格式具体来说就是“依仿将仕郎、校尉绫

纸体制,别立度牒、紫衣、师号新式,令礼部依此开板,改用黄纸,如法印

造,真楷书填”②。 “右某人”一句或是在此次更改三牒新式时所加入者。
两宋之际,伪造度牒等僧道文书的情况非常严重,朝廷颇费思量,材

质上则在选用黄纸或绫纸之间游移不定。 最终在建炎三年(1129)八月

改行新法,弃用黄纸度牒,“改用绫纸,背造仿官告,如法书写,本部官系

衔书押,空留合书填去处”,仍“令礼部依仿茶盐钞法,如遇给降诸州军度

牒等,并用簿题写手本、料例、字号于绫纸后,别用朱印合同,降付逐路转

运司,委本司官吏主行”。 此事最初由“户部侍郎叶份提领新法度牒,就
用见今提〔举〕茶盐印行使”,并“仍委左、右司度牒背后系衔押字,用本司

印四印”③。 这就是第(2)点不同的由来。
不过,由于“左右司言,礼部书写度牒,左右司郎官阶衔在年月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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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宣和二年,礼部奉圣旨:“应天下每岁间年拨放试经、特旨等度牒、紫衣、师号并住五

年给降,(不以名额,并令住。 印空准此。)印板毁弃,候及五年取旨。 虽奉御笔取

索,亦称无印造。”“应官司库务见管空名度牒、紫衣,并礼部毁抹”,导致民间将度

牒贱价出卖,“止于二十余贯”。 六月又奉圣旨指明,前引第二条规定“止为都下官

司申明行下”。 故外路“州县依旧书填,其价顿增”,至年底,“已不下百千” (《宋会

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四,第 3382—3383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六至二七“宣和六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尚书省言”,第
3384 页。
户部侍郎叶份是以“兼权礼部侍郎”的身份措置新法度牒,且在绫纸管理中“仿茶

盐钞法”,因此新机构暂用户部“提举盐茶印”,但其名为提领度牒所(“提领所”)。
新机构存在了一年,至建炎四年八月,诏“提领度牒所官吏并罢,官依省罢法。 度牒

事并拨归礼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七至二九、三一,第 3384—3386 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第 536 页)。



背用印,致印文昏透不明”,高宗旋即诏“新法度牒,左、右司郎官于礼部

侍郎后系衔”①。 这一规定虽然与《通玄观志》所载南宋三牒形态一致,
但似乎并非在颁诏之初便已开始施行。 绍兴元年七月,四川宣抚处置使

张浚以“恭禀圣训便宜行事”为由,仿照朝廷给降度牒体例,“自行制造度

牒出卖”,“与已给度牒一衮行使”,而所造绫纸度牒“既无逐处印记,又官

员衔位并体式不同”,故下诏“住罢”。 尚书省在勘会上奏时提及,“行在

见给降空名度牒系绢纸打背,礼部长贰、祠部郎官系衔押字,面用祠部印,
背后郎官系衔押字,用左右司印。 及随度牒公据用半印合同,并用半印合

同号簿给付降州军”②。 可见,在建炎新制颁行将近两年之后,左右司郎

官仍是在度牒背后,而非在正面礼部官员后系衔押字。 不过,上述规定的

落实,应该不晚于刘能真三牒最初颁降的绍兴七年。

五、结语

明清时期编纂的《通玄观志》以“敕牒”为名收录的南宋三牒,完整地

保留了南宋早期度牒、紫衣牒和师号牒的基本形态,是研究宋代宗教管理

制度的重要文书。 在对其所用空名文牒颁降时间进行辨析后可知,这一

时间与其最终书填时间存在二十年以上的间隔期,真实反映出当时度牒

等文书发行泛滥之程度。
 

在将三牒与其他文献所存北宋前期度牒、师号牒,以及碑刻所见同期

紫衣牒和北宋后期师号残牒进行比较后可知,以元丰五年官制改革为节

点,宋代度牒经历了由祠部牒向礼部牒转变的过程,文书体式也发生了从

普通牒式向更加接近敕牒形态的转变。 或可将度牒新式称为类敕牒礼部

文书。 这一变化,符合笔者所论元丰改制前后,从“省司”到“省部”概念

更迭背后所体现的尚书省六部实体化的转变③。 自此,六部取代诸司(郎

官厅)成为尚书省政务运行机制中必不可少的政务裁决实体,并在一定

程度上具备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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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九“建炎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诏”,第 3385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三二,第 3386 页。
张雨:《唐宋间“子司”词义转换与中古行政体制转型》,《中华文史论丛》2019 年第

3 期,第 161—199 页。 张雨:《“部”的凸显与唐宋尚书省六部的实体化》,包伟民、
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 1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49—68
页。



尽管北宋前期中书敕牒与祠部度牒并行的情况并非常态化制度,但
类敕牒的礼部度牒的出现,还是使得此后像陈咏那样奉敕出家的僧道不

再需要取得两件付身文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北宋前期“中书事繁”
的困境。

加之,紫衣牒和师号牒两种文书形态经历从中书敕牒到礼部牒(类

敕牒文书)的变化,使敕牒(中书敕牒或尚书省敕牒)的适用范围也从北

宋前期的赐“僧道紫衣、师号”和“寺观名额”①,减少为仅“僧道被旨住持

并庙额,并给敕牒”②,涉及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公文数量自然大幅减少。
这些变化则充分显示出,元丰改制是对此前熙宁年间推动的“清中书之

务”政策的延续和落实③。

【作者简介】 张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方向:唐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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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据前引北宋前期中书省职掌。 但这一表述并未涵盖当时敕牒全部功能,如元丰

五年之前寺观住持等职也由敕牒差遣(王杨梅:《山东灵岩寺宋熙宁三年敕牒碑考

释》,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第 125—147 页)。
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附朝野类要研究)》卷四,中华书局,2007 年,第 85
页。
古丽巍:《变革下的日常:北宋熙宁时期的理政之道》,《文史》 2016 年第 3 辑,第
209—234 页。


